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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南宋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程大昌将勤精治学与无私勤政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上提出诸多特色鲜

明的德治民本思想并付诸于实践。通过爬梳程氏政论文献可见，他以《舜论》、《禹论》和《夫子论》

等政论，阐释并提出“唯德至是”应为执政者必备素养；在民生建设上主张“爱民慎刑”、“无为富民”；

在民风建设方面强调“谨始立信”、“存风厚俗”。虽然程氏此论在当时蕴涵有以古喻今之意，但他确

实将“爱民治国必有具以行”贯彻到为政的实践之中，为时人所称颂。阐发和借鉴程氏德治民本思想对

于丰富当下治国理政举措亦多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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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amous politician and thinker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g Dachang combined dili-
gent learning with selfless and diligent government, and put into practice many distinctive ideas 
of moral and people-oriented politics. By combing through Cheng’s political literature, we can see 
that he explained and proposed that “virtue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as a necessary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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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ruler, and advocated “love for the people and prudence in punishment” and “no action to 
enrich the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
lihood, he advocated “loving the people and being prudent in punishment” and “doing nothing to 
enrich the peop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style, he emphasized “being careful in starting 
and establishing faith” and “preserving the wind and generating customs. Although Cheng’s thesis 
at that time implied the meaning of using the past as a metaphor for the present, he did put into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love for the people and governance must be carried out with the means”, 
which was praised by the people of his time. Explaining and learning from Cheng’s moral and 
people-oriented thinking is also useful for enriching the current governance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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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程大昌(公元 1123~公元 1195)，字泰之，南宋徽州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为官

四十余载，官至吏部尚书，南宋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宋史》载曰：“大昌笃学，于古今事靡不考究。”

([1], p. 12861)程大昌将勤精治学与励精政事有机结合起来，在政治上提出诸多民本观点并将其付诸于实

践，多为时人所称颂。事实上，程大昌早年是以治《尚书》学而踏入仕途的，晚年通过解注《易》、《老》、

《论》《孟》等儒道典籍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程氏结合自身多年的官宦生涯和当时时政

撰写了多篇政论篇章，散落于《考古编》、《演繁露》和《易老通言》等著作中。 
目前，学界对于程大昌的政治思想研究主要以宏观视域的经世致用等方面观照，而对其民本思想进

行系统发掘尚显不足。以下将在系统梳理解读程氏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其重德富民、爱民治国必有具以

行等民本思想进行深入探讨。 

2. “唯德至是”的执政素养 

“德治”或者称“以德治国”是传统儒家主张并历来致力于的崇高事业。儒家先圣孔子主张“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 p. 11)不仅如此，他还将二者进行了正反比较，得出“道之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 p. 11)两种不同的治政结果。“亚圣”

孟子也强调：“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2], p. 11)由此看来，

修身养德、治政以德是儒家的对于执政者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素养要求。而对于儒者来说，“治道亦有

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

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2], p. 11)显然，从本质层面上的治道就是

使君主注重道德涵养，时时“格君心之非”，从而挺立道德的至上性，并以此匡正朝廷大臣及百姓之心。 
面对南宋存在的诸多社会政治困境，程大昌认为根本解决之法还应归结为君王的德行。为此，程氏

反复申论古代圣王之道，旨在引导君主以古为鉴，唯德至是。通过修一已之德而正朝廷、正国家、正天

下。程氏在其《舜论》、《禹论》和《夫子论》等篇章中反复论及圣贤之德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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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道德对于政治实践所具有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在程氏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良好效果，进

而对后世儒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1. 天下大治，在于其德 

程大昌继承了儒家尊君的思想，强调君王在国家政权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因而，他在针对南

宋当时的政治状况特别指出君王修德的重要性。 

2.1.1. 以舜为例，主张“以德服众” 
由于程大昌是以治《尚书》而步入仕途并声明远扬的。因此，他非常推崇古圣先王，将他们的治政

措施，看作为后代君王依循的典制。他在《舜论》中，阐释了古代圣君治国之道。曰：“扬雄曰：‘袭

尧之舜，有舜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民之阜也无为矣。’雄之若言，殆重华协帝之义疏

耳，非舜之所以无为也。”[3]一般说来，“无为而治”常被说成是道家的命题，其实在《论语.卫灵公》

中就也有此说法 1。孔子以“无为而治”来描述舜治理社会，实际上与其“风行草偃”的观念相一致，即

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因此，作为“内圣外王”之典范的尧舜自然就成为历代儒者劝谏和

感化君王的重要摹本。由“内圣”进而可以“外王”的思维模式是后儒修身的重要目标。扬雄在对孔子

所言进行了解读，认为舜主要是因循了尧的治理之法才使民众垂拱而视以致安居乐业，进而出现天下大

治的局面。在程氏看来，扬雄之“无为”并非真正是舜所实施的“无为”。 
为此，程氏列举了舜实施的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和取得的效果，曰：“夫惟查知事物情状，而循理以

行，不自作为，其斯以为无为也欤？故由仁义行，虽曰知至至之，而实非自为如此之仁，自为如此之义

也。……圣人之无常心，皆一致也。”[3]程氏以舜采取的多项兴利去害的社会治理措施，认为这些并非

只是因循尧的传统，而是舜的新创造。同时舜遍巡天下、不畏辛劳，也绝非真正不理政事。程氏通过引

用孟子对舜的评价，认为他是遵循“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程氏看来，查知事物情状，而循理以

行，不自作为，这就是“无为”之举，而“由仁义行”并非是指自然就显露出仁义，而应该是指不做与

仁义无关的言行，并非自身真正的无所作为，而是要循理而为、不妄为之意。事实上，后世在解读孟子

此言时往往强调仁义的先在性，突显人的内在德性，以驳斥由外铄我的主张。此外，程氏还将之与老氏

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4]进行比较。其实，这些与他在哲学思想上会通儒道有关，目的是

以民为本，服务百姓，从而化解世人对老氏无为的误解。 
由此看来，程氏在《舜论》中详述了舜是如何积极求治、并非真正的无所作为，并通过儒道典籍加

以论证。在程氏看来，真正的圣君应该是施政循理而行，以德治国，既不超越本分，也不无所作为。 

2.1.2. 以禹为例，强调“无私而勤政” 
程大昌强调执政者应该做到“无私而勤政”。他在《禹论》中认为，商汤伐夏而放逐了夏桀，相对

于以前的禅让之法，还是似有违背德之传承的。因此，仲虺作诰，为汤伐夏的行为做开脱，认为商汤不

接近声色、不经营货利，任命官员都是以德才和功劳作为标准，而且为政宽而仁，能被百姓所信赖。曰：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5]这些表述都是赞美汤的公正

无私。 
程氏认为，与商汤极力伸张其公正无私力的言行不同，当禹的儿子启在继承大禹之王位时，就更容

易造成以权谋私的评价了。即：“禹之传启也，德固无慊于尧舜，而迹则近于私己也。”[5]但是，大昌

并不这样认为，而是极力为禹辩解曰：“若曰人之乐乎为君者，为其聚四海之利，以为己私也。为其天

下皆为我劳，而我无所用力也。……则岂肯以天下私其不可传之子哉？……圣人之言，其高远而不可浅

 

 

1《论语．卫灵公》载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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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大抵如此也。”[5]程氏认为，君王的优势在于能够聚集天下之利为一己之用。这就像天下人皆为自

己服务，而自己却不要付出任何劳动。若从禹的日常生活方面来考察，他并不优越于一般人，因而很难

对其进行贬低和斥责。实际上，大禹为天下苍生治水很尽心尽力，甚至胼胝手足、伤切肤理。从这些角

度看，大禹是不可能为其私心而将其位传授于无德无才的儿子启的。由此可以推断出，启应该是具有贤

才之人，而大禹在选接班人时主要还是考虑到其德才。虽然孔子以“无间然”评价大禹，但这并不能说

明禹必定具有私心。 
由此看来，程氏主张在执政者选择接班人时，也不见得一定不能传位于后代，问题的关键是，所传

之人应该深具德才并完全能够担当重任。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程大昌作为儒者时时考虑“得君行道”的愿

景。 
事实上，由于宋代汲取唐末五代的教训，宋太祖就曾立誓：“誓言不杀大臣”([6], p. 4)。因此，程

颐在给宋代的社会历史作简要总评时，他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百年未

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7], p. 205)程颐所说超越古今五事确实反映了北宋前期的社会状况，这

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繁盛的重要原因。王夫之在《宋论》中也证实“自太祖敕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

终宋之世，文臣无殴刀之辟。”([7], p. 205)实际上，“儒学的内圣期待是依赖于宗法世袭制中的‘当位

者’的内圣自觉来实现的。”([8], p. 396)君王的德与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以及民众的幸福疾苦。

孟子就曾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9]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适宜居于

高位，否则将祸害于广大百姓。 

2.2. 圣贤与否，在于其德 

宋明理学家都有一种“得君行道”的政治诉求。宋儒皆强调修、齐、治、平，并一以贯之。他们始

终认为，治国平天下，昭用于时，方显儒者入世之价值。诚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国人言学，必于修、

齐、治、平四层次能一以贯之。故治平之道，主要亦在学人一己之心之存养。但己心存养，必兼内外。”

([10], p. 147) 
程大昌认为，尧、舜、禹、汤、文、武等古代的圣王都有共同的特点和优点，就是能得到君王之位

而行其道的。他们通过德与才达到治理天下是可以被认同的。但是，孔子却只是身为士大夫，并没有获

得实有的君王之位，在没有获取前圣所具有的有利情势下，他却能够获得当世所推重并被推为至尊地位。

其曰：“夫子终身匹士，无所资凭，而当时推尊、万世主信。六君子之言动政教，反依其言以行之。此

其间必有无器而民趋、不令而人孚者矣。”[11]对此，程大昌认为孔子之所以能立于圣王之中，必然有其

虽未居王位而能深得民心的独到之处。 
在大昌看来，在位与否并不是获得百姓信服的必要条件，而德行是否卓著才是其关键因素。他进一

步指出：“夫子之德之盛，非厄穷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则诚于此者，自行于彼，其岂有所用

力也哉？”[11]孔子的盛德即使在穷困险恶的处境之下也能得以显示。实际上只要道德修为达到至高境界，

就是不主动作为也能够做到“以德服人”的效果。孔子就曾自喻其志，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德行而使老少、

朋友各得其所。若以常人眼光考察，只能使自己做得到与世无争。但是孔子却能达到以一身之德行感化

众人的效果，足见德行在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程氏以为，德行超绝之人并非那些普通百姓所能做到的。

实际上，显达与困穷，并不是作为判别圣凡的标准，而德行盛大与否才是决定因素。因而大昌提出了“达

则尧舜，穷则夫子，其致一也”[11]的德行观。此外，大昌还列举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为例来说明，他指出

之所以孔子认为子贡“非尔所及”，是因为子贡的德行还没有达到至高的阶段，还无法做到以德服人。 
事实上，大昌在其作品中时时流露于对孔子的尊崇之心。孔子虽然没有成为君王而推行自己的政治

主张，但却接续了上古圣王的德行，并为民众所信服。因而，程氏主张圣贤之与否，并非关乎于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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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其德。但是对于君王而言，程氏要强调的是天下能否大治，不仅要有其位，更要有其盛德。 
值得关注的是，就儒家所倡导的政治理想而言，具有担当精神的儒者总是寄希望于君王能勤修德政，

增强治政的德和能。当时身居皇位的宋孝宗在处理君臣关系及其方式还是较为温和的，并未将帝王那种

居高临下的架子凸显出来，多能倾听大臣的逆耳之言，这一点很是难能可贵。无怪乎朱熹说：“某尝谓

士大夫不能尽言于寿皇(即孝宗)，真为自负。盖寿皇尽受人言，未尝有怒色。”([12], p. 3061)不难看出，

程大昌通过述论舜、禹与孔子之德政，也蕴涵有以古喻今之意。 

3. “爱民富民”的民生建设 

南宋朝廷不仅有抗金的外患，而且也存在国内矛盾激化之内忧。朱熹就曾感叹当时的南宋时政，他

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

困弱。”([12], p. 3070)由于深惧五代之弊，宋代帝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地方之兵权、财权以及赏罚

权一律收归中央，地方州郡就成了徒有其名的空架子，因而后继无力导致日益衰败，最终也会致使朝廷

衰弱而不堪一击。由此看来，宋代的中央集权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高度，随之而来的将是与地方和百姓的

矛盾日趋加剧。这就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加之地主阶级的剥削日益加剧，迫使农民起来反抗。事实上，

南宋初年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钟相、杨幺起义。 
宋孝宗即为之初，锐意进取，雄心勃勃。他在谈及功业不如唐太宗而实政亦不如汉文、景帝时，感

慨地说:“朕非特要建功业，如汉文景蠲天下租赋事，亦将次第施行。”([13], p. 2002)其实，孝宗也很明

白要建功立业就应该如文、景二帝一样减轻百姓的各种赋税等负担，他也很想将民生建设放到重要位置

上。因此，当程大昌在建言中表示“求贤纳谏，政事内修”就可以大有作为，他表示认可。而在大昌提

出要“以求试民事”时，他欣然应允大昌“出为浙东提刑。”([14], p. 254)值得注意的是，程大昌虽然出

身没落贵族，但也曾从事过具体的生产劳作，加之徽州地少人多的地理环境，百姓生活甚是艰难。因此，

他对民生问题非常关注，提出并实施了诸多的民生建设理论。 

3.1. 爱民慎刑 

大昌在解注《易》《老》经典时，非常注重对“无为”的解读。他阐释了“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的意涵。他解注到：“爱民治国必有具以行，其意乃能有成，则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故此之致戒，

犹曰孰能爱民治国，而不至于出意作为也乎？”[15]在大昌看来，倡导爱民治国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

上才能获得成效。由此推之，治理政事都应该有具体的措施。但是庄子则认为有具体的方法而又不作为。

大昌引用庄子的话说，对于天下百姓应该以宽容的方法对待而不是要治理民众。实施宽容之法就要慎用

赏罚，顺其自然本性而使民众安居乐业，从容无为而不为牵累，从而超越纪纲法度之上，这才真正做到

了无为。如果仅仅强调以积极有为的态度去做事往往反而会做得不够。他认为，庄子之所以告诫人们不

作为的实际内涵是如何能达到爱民治国的目的，而并非真正的不作为。 
此外，大昌在解注《老子》时，提出并阐释了“超有用无”的法则。他说：“是为老氏超有用无之

则也。……是故恬淡慈哀，兵之则也。恤赖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后取不悔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

刑之则也。”[15]这里，大昌指出老氏的主张是以“恬淡慈哀”之用，用刑之则，是体恤民生，使其自重

而畏死，只是对那些死不悔改者加以杀戮，这样才是真正有用的治理方法。 

3.2. 无为富民 

由于程大昌是一位经世致用的儒者，他在解注《老子》的目的除了为儒家寻求形上理论根据外，还

有就是为执政者提供治政之方法。对于社会治乱，程大昌比较赞同老氏关于“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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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16]的主张。大昌认为居上位之人能隐藏其好恶而不被人

知晓，那么在下位之人就不会追逐利益，如果那些有欲求者没有了趋利之人的效仿，其内心就不会有起

乱之意而争盗就会自动停止，这就是老氏正本澄源之道。 
程大昌认为，老氏贵“无为”的目的就是想以无事处天下，而使天下也安于无事。他从为统治者提

供治政措施的立场出发，提出以实施“无为”而使民众自富，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曰：“为无为

则无不治矣。……我以无为镇之，而下以无知无欲应之，所谓无为而民自化，无事而民自富者也，则安

有不入于治也？”[16]由此看来，只有实施无为之策才能达到无不治的效果。在他看来，“无为”并不是

不作事功之事，而是居上位之人施以“无为”之策，居下位的百姓也以无知无欲呼应，这样就会出现上

君无为而下民自化，上君无事而下民自己致富。这种方法必然使社会治理的更好。 
虽然程大昌所言乃是解注老氏之说，但从上述解注的内容来看，他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似有认同并倾

向于使民无知无欲的政治权谋，但其目的是通过“无为”使民众安居乐业而富足，进而达到社会稳定的目

的。为此，他在实践中主动为民生疾苦呐喊并通过自己积极的政治实践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惠政。 
事实上，程大昌非常重视民生，主张加大农业生产的力度。他在《子奇赋并序》中记述了武皇时期为

补军队耗费而招募种植能手，最终取得富庶的事例。其曰：“武皇临御久，商度天下利害，……富民示将

究地利，而补兵耗也。……千秋总而奏之，武皇嘉纳益诏赵过为捜粟都尉，期以究极富庶也。绩既效，用民

益痊复。”([17], pp. 475-476)显然，大昌所作此赋是与其以民生为本的主张有关涉的。实际上，如何通过富

民以补充兵耗的问题，一直是南宋面临的非常大的实际问题。当时南宋国力贫弱，辽、金在北方又虎视眈

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昌深知要实现恢复中原的宏图之志，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主战和抗金是于事无补

的，因而只有切实加强农业生产，使民生富足才能壮大国力，最终实现对金作战的优势。因此，大昌借用

前代“以农养兵”的成功事例，倡导发展农业生产，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大昌就曾几次请任地方

官实施其理想抱负。他在地方积极兴修水利、代缴或请求免除地方过重的税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程大昌一生的官宦生涯中，历任地方官多次。其中，他出任浙东提点刑狱时，适逢

当年丰收，酒税逾额，有的官员就借朝廷之命要增加税额，遭到了大昌的言辞拒绝。并说：“大昌宁罪去，

不可增也。”([1], p. 12860)孝宗乾道八年，他调任江西转运副使，他感慨说：“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

([1], p. 12861) 乾道九年，鉴于当时天灾歉收，大昌就“出钱十余万缗，代输赣、吉、临江、南安四郡五

等夏税折帛”。后来，为了节省费用革除弊端，又搬迁吉州造船场，以并将吉州旧欠全部代缴。他还带头

将肆掠清江县四十年的水患治理好了，并上奏朝廷将多个州县的累欠减免。此外，还将乾道七年八年诸路

欠税赋、丁役及他钱物合并减免。这些实施善政的民生行为，不仅获得了朝廷的认可，更得到了当地百姓

的深深爱戴。此外，在《汀州府志》中还记载了大昌的多个惠民事例。其中，鉴于民苦，他为民力请朝廷

减免当地三分之二的税费，并理顺了当地官员之间多年的推诿而造成的民生凋敝之状。由黄震所撰的《黄

氏日钞》中，也记载了程大昌在任地方官时为民减免税费的事例。黄氏载曰：“江介为进贤令，曰：‘民

饥而令食之犹子饥而母乳之也，敢幸赏乎？‘会诏蠲半租，白部使者程大昌曰：但减其半，则整畸就盈，

全户输一升者，名减五合犹输一升，若自全户三升以下悉蠲之，则贫民被实惠矣。”([18], p. 856)由此看

来，针对当时地方官员因民饥而统一减租一半的做法，大昌认为这种整齐划一的减半方法，还不能完全起

到减轻民众负担的效果，他指出所有住户在三升以下的全部减免。这样那些贫民才能真正得到实惠。大昌

此种心怀民生的言行深得民心，也证实了大昌所言并非虚言，而是一个言行一致的真正儒者。 

4. “立信厚俗”的民风建设 

4.1. 谨始立信 

程大昌认为法令制定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执政者在百姓面前一开始所显示的善恶形象。从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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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说，直接影响和左右国运的兴衰。曰：“政之所始，其重乎！天下于此占终焉。始善耶，民意其必

终于善。而否，则民不复以善期之矣。固是非之被民也，于此时为著；而喜怨之入民也，于此时为坚。”

([19], p. 221)在大昌看来，执政者在民众心目中的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这会影响到百姓后来的对执政者

的善恶态度。具体言之，执政者若一开始就以善的面貌示人，那么民意即终于善。否则，民众很难再期

待执政者后来所实施善举了。因而要在民众之中树立好的形象，就必须一开始就展示其亲善的面目，这

是最好的时机。而与百姓为恶的第一印象也是执政者被推翻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执政者非常注重其在

民众中一开始的印象，这并非是担心百姓暂时的民意好坏，而是担忧不好的形象一旦在他们中形成，后

来再想改变形象就很难了。 
程氏认为，一旦世人对执政者产生怀疑，就是表示其有不信之心，就是尧舜也很难将之挽回。因而

《易传》就告诫君子要注重开始的形象树立，否则就会贻害无穷；要想使民众信赖就必须一开始树立良

好的印象。其曰：“诚能谨千里于毫厘，而立信以素，则役民以筑台，而犹子来以劝趋、植羽以从田，

而犹欣欣乎有喜。……夫以谨始之暂，而结终身不移之信，出治之道，无要于此。”([19], p. 222)在大昌

看来，假如执政者在一开始就能为展示其善的形象而谨慎从事，并树立民众对自己的信心，那么百姓就

会心甘情愿的支持执政者，甚至乐意被役使。这样就使原本不容易统御的对象转变成为了执政者所依靠

的坚实后盾了。实际上，只要改变民众怀疑之心就能使之对执政者的措施树立信任，最终坚定支持执政

者。大昌认为，执政者若能注重一开始就树立善行而取信于民，就可以得到百姓的长期信赖。这对于执

政者来说是至为重要的。 

4.2. 存风厚俗 

程大昌非常关注民众的生活，并从执政者的角度审视民众的风俗对于治国的影响，主张为政者要注

重民风建设。为此，他写成《厚俗论》一文，具体探讨保存淳厚民风对执政者的重要性。 
首先，程氏通论风俗的类型及其变化。他说：“自有天地以来，俗几变矣。结绳之世，民以恬淡相

忘，故其俗朴；……使圣人能复太古之相忘，吾知圣人有所必为，使淑世能乐其民之相仇，吾意夏商亦

自不弃。”([19], p. 209)大昌按照时间将自古以来的民风划分为三种形态，并比较阐释它们的特点，分析

民风的改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上古时期，民风淳朴，表现为“恬淡相忘”；进入可封之世，民风相

亲和睦；而到了乱世，民风乖戾以利害相仇。实际上，可封之世很难再回到上古时代的相忘的民风了。

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不能改变，就是圣人也只能防止其不至于发展到过于乖戾罢了。值得关注的

是，相亲之世的衰变为乱世，是执政者私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导致民众竞相仿效而不可遏制，从而

致使民风日下。假如圣人能够恢复到远古社会的境况的话，那么圣人也必然要有所作为，而使民众恢复

到相忘而自得其乐的情境中，若真的如此也不会出现夏商的更替了。 
事实上，大昌所言是有感于人之内在精神逐渐的外在化、僵化而最终失去自然的原初风貌，进而反

映在人与人的交往上，逐渐由相忘的安然自适，流转到充满利益与目的性的冲突状态。在整个的历史流

转历程中，大昌对商鞅变法最有微词。从他对商鞅的评价中即可获知。他批评到：“吾独怪夫商君之治

秦也，民故相亲，而立法以携之，俗未相仇，而设法以斗之。势可为而可不为，反推而纳之至乖至戾之

地。吁！可骇也。……呜呼！孝悌，亲睦所从生也，而禁之，则民若何而可亲？……鞅固前知其然而为

之，不恤也。”([19], p. 209)大昌认为，商鞅变法是改变民风的最恶劣的例子。商鞅治理秦国之初，民风

“相亲”。但是他却利用手上的权力，通过立法加速将“相亲”之民风转变为“相仇”之风。更可怕的

是，他鼓励百姓互相猜疑争斗，以至于将本来比较朴实的民风推向彼此仇恨的边缘。具体言之，商鞅是

通过立法而采取两种手段来实现的。一是通过奖赏那些告密的民众，即“驱民为告讦”；二是强制分家，

否则加倍赋税。这样就使民众渐趋背弃了孝悌而增加仇恨的程度。所以，商鞅之法实施后，秦地百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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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欢喜之心，民众间相互交恶而徒生仇恨，以至于人人自危。实际上商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恶化民

风，使百姓自危而有利于君主的统御。 
其次，程氏对商鞅此种恶化民风的做法深恶痛疾，认为此种弊端延续了很长时间，危害极大。他说：

“汉之文帝，承秦之余，旧染犹在。……大汉之人，荡然与太和同风，乃知书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

禁，惟民生厚者不销铄也。”([19], p. 209)大昌指出，由秦产生的民风恶化遗毒到了汉文帝时还犹存。针

对此种民风，文帝采取了与商鞅不同的方式，而以君子和长者的气度来对待百姓，以“渊默”“敦朴”

等方式醇化民众。在文帝这种无为养俗的施政方针指引下，民风开始逐渐变得醇厚起来，人人自重，耻

言人过。这样就使汉朝的民风日渐淳朴厚重，似与“太和同风”。由此，大昌指出，自上古以来的执政

者日益骄奢淫逸，不管是秦朝的严刑峻法还是汉朝的霸道杂取的方式，都是想治理而并未治理好国家，

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正确理解和对待“厚俗”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程大昌阐述厚俗的目的不仅仅是表明一个历史事实，而是通过为政者厚俗与否所发生的后

果不同，进而喻示当朝为政者应该吸取教训，重视民情，醇化民风。这不仅有益于保存人性中淳朴为善

的本性，也可以达到统御民众的为政目的。大昌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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